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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解释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理论聚焦于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和收入增长等因

素，但除此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还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投资率显著波动和

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等特征，现有文献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同时评估所有这些因素的相

对重要程度。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来研究中国产业结构

转型的影响因素。通过引入多部门的 Eaton ＆ Kortum ( 2002) 国际贸易模型、完整的投入

产出结构、非位似偏好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等重要特征，我们将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部门的比

重分解为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国际贸易效应、要素密集度效应和转移成本

效应。通过使用 1978—2011 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分解核算和反事实模拟定量评估

了这六种效应的影响。我们发现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分别是影响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需求收入弹性低、劳动密集度高和存在转移

成本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的原因。我们还详细讨论了不同时期六种效应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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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产业结构转型，即经济活动在不同产业间的再配置过程是多数走上工业化道路国家的普遍特

征。无论用产出比重还是用就业比重衡量，产业结构转型都会呈现 Kuznets 事实: 伴随着经济发

展，第一产业经济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经济比重上升、第二产业经济比重先上升后缓慢下降。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也符合这一趋势，1978—2015 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 70. 5% 下降到

28. 3%，增加值比重从 27. 7%下降到 8. 9% ;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 17. 3% 上升到 29. 3%，增加值比

重从 47. 7%下降到 40. 9% ;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 12. 2%上升到 42. 4%，增加值比重从 24. 6%上升

到 50. 2%。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一产业结构转型过程? 本文把可能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

因素纳入同一个理论模型框架，比较各个因素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长期以来，影响结构转型的最主要因素被认为是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鲍莫尔效应由

Baumol( 1967) 提出，强调了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如果不同产业部门产品存在一定

互补性，那么技术进步较快的产业部门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将推动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

( Ngai ＆ Pissarides，2007) 。Acemoglu ＆ Guerrieri( 2008) 进一步提出，如果不同产业部门使用生产

要素的密集程度存在差别，那么即使技术进步速度相同，产品相对价格也会变化，推动结构转型。
恩格尔效应取自恩格尔定律，强调了不同产业部门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由于农产品需求收

入弹性低于非农产品，收入提高将使对非农产品的需求更快上升，拉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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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samut et al．，2001 ) 。恩 格 尔 效 应 常 通 过 设 定 消 费 者 具 有 非 位 似 偏 好 引 入，Foellmi ＆
Zweimuller( 2008) 、Boppart( 2014) 分别从更一般形式的消费品种类和消费者偏好两方面进行了拓

展研究。李尚骜、龚六堂 ( 2012 ) 指出，非位似偏好也是内生的，这一特点对结构转型有着重要

影响。
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都可能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但是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特征和结构

转型研究领域最新发展，我们发现以下三个因素也可能具有重要影响。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人民币现价计价的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从 1980 年的 12. 4% 上升到

了 2015 年的 35. 8%。而近年来结构转型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指出了国际贸易的重要作

用。Matsuyama( 2009) 提出，在封闭经济下，由于鲍莫尔效应，劳动力将从产品相对价格更低的产

业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但是在开放经济下，价格更低的产业部门更可能出口产品到国际市场，扩

大其产品需求，反而可能导致就业比重扩大。这一视角下的研究成果颇丰。Uy et al. ( 2013) 、Sposi
( 2015) 和 Swiecki( 2017) 先后论证了这一机制影响显著，并且提出，从事国际贸易还可以发挥比较

优势，提高技术进步率，从而通过鲍莫尔效应影响结构转型。虽然这些文献并没有专门研究中国，

但至少说明国际贸易可能影响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率均超过 30%，2003 年以后投资率更是超过 40%，显著高于

其他国家。根据 1990 年以来的 9 张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 90% 左右的投资品都来自于第二产业

部门。因此，与产业增加值比重或产出比重相比，中国的投资活动对三个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具有

不成比例的影响，从而可能影响产业结构转型。
第三，中国的户籍制度、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造成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导致劳动力

在产业部门间流动存在转移成本( 蔡昉等，2005; 孙文凯等，2011 ) 。而最近结构转型领域研究表

明，劳动力转移成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Lee ＆ Wolpin( 2006) 考虑了劳动者积累针对

每个产业的专属人力资本。这一特点使得劳动力难以在产业间转移，影响了产业部门的生产率。
Messina( 2006) 、Hayashi ＆ Prescott( 2008) 分别指出，制度造成的转移成本对欧洲和日本的结构转

型有重要影响。这些研究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摩擦可能也会影响产业结构转型。
综上，我们提出，解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除了经典的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外，还需要考虑

国际贸易、投资和转移成本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于是，我们把可能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因素分

为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国际贸易效应、要素密集度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从分解核

算和反事实模拟两个方面研究评估了这六种效应的影响。
从研究内容上看，本文发展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现有解释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文章

在考虑鲍莫尔效应或恩格尔效应的同时，主要集中于强调市场摩擦的影响。Brandt ＆ Zhu( 2010) 、
Brandt et al． ( 2013) 发现，中国生产要素市场扭曲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部门和不同产业上，

影响了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率。盖庆恩等( 2013) 指出，劳动力市场摩擦影响了中国结构转型，并

带来了显著的效率损失。Cheremukhin et al． ( 2015) 研究了市场摩擦对 1953 年以来中国结构转型

过程的影响，他们对产品市场、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进行了定量分解。除了市场摩擦因素

外，Dekle ＆ Vandenbrouke( 2012) 研究了政府规模的作用，他们指出中国政府通过降低税率促进资

本积累，而投资品全部由非农产业部门生产，从而影响了结构转型。Cao ＆ Birchenall( 2013) 发现中

国在改革后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生产活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

过程。这些文献对解释中国结构转型有着重要贡献，但只考虑了上述六种效应中的部分效应。本

文的不同之处是同时评估和比较了全部六种效应，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解释中国结构转型。
从研究技术上看，本文发展了多国多部门的产业结构转型研究。我们所使用的模型建立在 Uy

et al． ( 2013) 、Sposi( 2015) 和 Swiecki( 2017) 的模型框架基础上，共同特征是引入了 Eaton ＆ Kor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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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的国际贸易模型。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摩擦，我们进一步引入了资

本、投资品生产部门、劳动力转移成本，从而可以测算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的大小。我们所使

用的分解核算和反事实模拟类似于 Dennis ＆ Iscan ( 2009 ) 、Cai ( 2015 ) 的研究。Dennis ＆ Iscan
( 2009) 比较了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对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结构转型的影响，Cai( 2015 ) 比较了

鲍莫尔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对美国、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结构转型影响的差异性。但是，他们只是

讨论了六种效应中的部分效应，并没有核算所有效应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建立模型; 第三部分进行了理论分析; 第四部分进行参数校

准和数据处理; 第五部分进行分解核算; 第六部分进行反事实模拟; 第七部分总结。

二、模型框架

这一部分建立一个两国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模型用下标 i，j∈{ 1，2} 表示国家，其中 1
和 2 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用下标 k，n∈{ a，m，s} 区分第一( a) 、第二( m) 和第三( s) 产业部门。
每个产业部门生产多品类的中间品，不同品类中间品组合成复合品，可以用于消费或生产。每个品

类的中间品的生产都使用资本、劳动和中间品。用下标 x 表示投资品生产部门。投资品生产部门

的生产使用三个产业部门生产的中间品。我们采用 Eaton ＆ Kortum( 2002) 方式引入国际贸易，即

生产率是随机变量; 存在冰山贸易成本; 生产率和贸易成本在不同产业部门存在差异，并且随时间

变化。假设第一和第二产业部门的中间品可以进行贸易，第三产业部门不可以。偏好是非位似的，

不同消费品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除了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外，其他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

争的。①

( 一) 技术

每个产业部门生产多品类中间品，品类分布在测度为 1 的连续统［0，1］上。产业部门 k 生产

品类为 z 的中间品的生产技术满足:

Qik ( z) = χkAik ( z) Lik ( z) λkKik ( z) μk［∏ n = a，m，s
Mikn ( z) γkn］1－λk－μk ( 1)

其中，Qik ( z) 是产出，Aik ( z) 是生产率，Lik ( z) 和 Kik ( z) 分别是劳动和资本，Mikn ( z) 是产业部门 n 的中

间品组合形成的复合品。参数 λk 和 μk 为常数，分别表示产出中的劳动和资本份额。参数 γkn为常

数，表示产业部门 n 的复合品所占的份额，满足 ∑
n = a，m，s

γkn = 1。参数 χk 用于标准化价格，满足

χkλλk
k μμk

k ［∏n = a，m，s ( γkn ( 1 － λk － μk ) ) γkn］1 － λk － μk = 1。
借鉴 Eaton ＆ Kortum( 2002) 的设定，生产率 Aik ( z) 服从 Frechet 分布，分布函数满足 Fik ( A) =

e － TikA － θ。其中，参数 Tik ＞ 0 决定了生产率的均值，参数 θ ＞ 1 决定了生产率的方差。第一和第二产

业所使用的中间品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口，但第三产业所使用的中间品只能在国内生产。国际贸

易产生冰山贸易成本，导致国家 i 的产业部门 k 所生产的 1 单位中间品运到国家 j，只有 1 /τ jik单位

到达。国内贸易没有成本，即 τiik = 1。
同一产业部门不同品类中间品采用 CES 技术组合形成复合品，即:

Qik = ( ∫
1

0
Qik ( z)

( η－1) /ηdz) η / ( η－1) ( 2)

其中，替代弹性 η ＞ 0 为常数。复合品不能进行贸易，要么用于最终消费，要么用于生产。
投资品生产部门使用三个产业部门的复合品，采用 Cobb-Douglas 技术生产，即:

Xi = χx∏ k = a，m，s
Mαk

ixk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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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 是投资品，Mixk是产业部门 k 的中间品组合形成的复合品。参数 αk 为常数，表示产业部门

k 的复合品所占的份额，满足∑k = a，m，sαk = 1。参数 χx 用于标准化价格，满足 χx·∏k = a，m，sααk
k = 1。

劳动力市场具有摩擦，体现为产业部门间存在转移成本，使三个产业部门工资存在差距。我们

引入变量 ξik衡量转移成本大小，假设产业部门间劳动工资满足 wik = ξik wia。当然如果 k = a，必有

ξia = 1。资本市场完全竞争，所有生产者面临相同的租金 ri。
产品市场完全竞争，产品价格等于生产边际成本。定义产业部门 k 的投入组合单位成本

vik = wλk
ik rμki (∏ n = a，m，s

Pγkn
in ) 1－λk－μk ( 4)

其中，Pin是产业部门 n 的复合品价格。于是第三产业品类 z 中间品价格 pis ( z) = vis /Ais ( z) ; 第一和

第二产业品类 z 中间品价格 pik ( z) = min
j∈{ 1，2}

{ τijk vjk /Ajk ( z) } ，其中，k∈{ a，m}。由 Aik ( z) 服从 Frechet

分布，产业部门 k 的复合品价格满足:

Pik = ΓΦ －1 /θ
ik ( 5)

其中，Γ 为常数。对于 k∈{ a，m} ，Φik =∑j = 1，2Tjk ( τijk vjk )
－ θ ; 对于 k = s，Φik = Tik v

－ θ
ik 。并且，国家 i 产

业部门 k∈{ a，m} 的所有中间品中来自国家 j 的进口品所占比重 πijk，等于国家 j 能够将任意品类中

间品出售到国家 i 的概率，满足:

πijk =
Tjk ( τijk vjk )

－θ

Φik
( 6)

投资品市场完全竞争，投资品价格 Pix等于生产边际成本，即:

Pix = ∏ k = a，m，s
Pαk

ik ( 7)

( 二) 偏好

假设个人劳动供给无弹性，并标准化为 1。个人效用设定为:

ci = ［∑ k = a，m，s
ω1 /ε

k ( cik － 珋ck )
( ε－1) /ε］ε / ( ε－1) ( 8)

其中，cik表示产业部门 k 生产的消费品，由中间品按照( 2 ) 式复合而成。珋ck 为常数，表示最低消费

水平。这一设定体现了非位似偏好，如果珋ck ＞ 0，则该产业消费品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1; 反之亦然。
参数 ωk ＞ 0 为常数，满足∑k = a，m，sωk = 1。参数 ε ＞ 0 为常数，衡量了产业部门消费品的替代弹性。
我们可以将 ci 看作三个产业部门产品组合形成的复合消费品。

假设 ic和 ix分别是国家 i 的消费率和投资率，于是

∑ k = a，m，s
PikcikLi = icYi ( 9)

PixXi = ixYi ( 10)

其中，Yi 表示最终产品，Li 表示总人口。
求解个人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到:

Pik ( cik － 珋ck ) =
ωkP

1－ε
ik

P1－ε
ic

Picci ( 11)

其中，Pic是复合消费品价格，满足:

Pic = (∑ k = a，m，s
ωkP

1－ε
ik ) 1 / ( 1－ε) ( 12)

( 三) 市场出清条件

资本和劳动数量为 Ki 和 Li，分产业的配置用 Kik和 Lik表示。生产要素市场出清条件为:

ξikwiaLik = λkPikQik ( 13)

riKik = μkPikQik ( 14)

Li = ∑ k = a，m，s
Lik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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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 ∑ k = a，m，s
Kik ( 16)

第一和第二产业部门的产出用于本国的消费、本国的投资、两国第一和第二产业部门的中间

品、以及本国第三产业部门的中间品:

PikQik = PikcikLi + αkPixXi +∑ n = a，m
( 1 － λn － μn ) γnk∑ j = 1，2

πjinPjnQjn + ( 1 － λs － μs ) γskPisQis

( 17)

第三产业的产出用于本国的消费、本国的投资，以及本国三个产业部门的中间品:

PisQis = PiscisLi + αsPixXi +∑ n = a，m，s
( 1 － λn － μn ) γnkPinQin ( 18)

三、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六种效应

定义 lik为产业部门 k 的就业比重，即 lik = Lik /Li。我们可以将 lik分解为:

lik = ( Λik，Baumol + Λik，Engel + Λik，inv + Λik，trade ) ·Λik，intensity·Λik，wedge ( 19)

其中，Λik，Baumol、Λik，Engel、Λik，inv、Λik，trade、Λik，intensity和 Λik，wedge分别定义为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

应、国际贸易效应、要素密集度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满足

Λik，Baumol = ∑ n = a，m，s
dnkΩin，Baumol ( 20)

Λik，Engel = ∑ n = a，m，s
dnkΩin，Engel ( 21)

Λik，inv = ∑ n = a，m，s
dnkΩin，inv ( 22)

Λik，trade = ∑ n = a，m，s
dnkΩin，trade ( 23)

Λik，intensity =
λk∑ n = a，m，s

( λn + μn ) iqn

∑ n = a，m，s
λniqn

( 24)

Λik，wedge =
1 /ξik

∑ n = a，m，s
Θin /ξin

( 25)

其中，dnk是常数，由参数 λk、μk 和 γkn决定的里昂惕夫矩阵生成( Leontief，1949) ，

Ωik，Baumol =
ωkP

1－ε
ik

∑ n = a，m，s
ωnP

1－ε
in

·ic

Ωik，Engel = ∑ n≠k
ωnP

1－ε
in

∑ n = a，m，s
ωnP

1－ε







in

Pik珋ck
yi

－
ωkP

1－ε
ik

∑ n = a，m，s
ωnP

1－ε
in

·∑ n≠k

Pin珋cn
yi

Ωik，inv = αkix

Ωik，trade = ［∑ n = a，m
πjin ( 1 － λn － μn ) γnkPjnQjn －∑ n = a，m

πijn ( 1 － λn － μn ) γnkPinQin］/Yi

其中，yi = Yi /Li 表示最终产品与劳动之比，iqk = Pik Qik /∑n = a，m，s Pin Qin 表示产业部门产出比重，

Θik = wikLik /∑n = a，m，swinLin表示产业部门劳动收入比重。
我们将( 20) 式称为鲍莫尔效应，是因为其捕捉了产品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这与 Ngai ＆

Pissarides( 2007) 所强调的经济机制是类似的。相对价格下降导致对部门产品实际需求上升，但当

ε ＜ 1，即三个产业消费品的替代弹性较小时，相对价格下降起到主导作用，导致部门产品消费支出

比重上升，于是部门就业比重将倾向于下降。与 Ngai ＆ Pissarides( 2007 ) 相比，( 20 ) 式有两点区

别。一是消费率会影响鲍莫尔效应。消费率下降，既直接降低了产业就业比重，又降低了相对价格

对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程度。二是除了生产技术，还存在其他影响相对价格的因素。由( 5) 和( 6)

63

郭凯明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



式知 Pik = Γ( πiik /Tik )
1
θ vik，技术水平越高、国际贸易份额越大或生产成本越低的产业部门，产品价

格也就越低。这体现了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因为越大程度参与国际贸易的产业部门，其生产技术

水平相对封闭经济就越高，产品价格也就会越低。
我们将( 21) 式称为恩格尔效应，是因为其捕捉了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这与 Kongsamut et al．

( 2001) 所强调的经济机制是类似的。随着收入提高，产品需求上升，但如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

较小，那么产品需求上升速度低于收入，导致产品消费支出比重下降; 反之亦然。由( 21 ) 式，随着

收入水平提高，如果珋ck ＞ 0，Ωik，Engel右边第一个部分将下降，导致该产业部门就业比重下降，另外两

个产业部门 Ωik，Engel右边第二个部分将下降，导致另外两个产业部门就业比重上升。反之亦然。随

着收入水平提高，最低消费水平的影响降低，恩格尔效应也将逐渐减小。
我们将( 22) 式称为投资效应，是因为其捕捉了投资的影响。由于投资品部门生产需要三个产

业部门产品作为中间品，如果投资率提高，那么投资效应将相应提高就业比重。当然，投资率的提

高总会伴随着消费率或净出口率的下降，但这一影响由其他效应捕捉。投资对三个产业部门的影

响存在差异，如果投资品生产更多使用产业部门 k 的复合品，即 αk 高于其他两个产业部门，给定其

他条件不变，那么投资对该产业部门的影响程度最大。
我们将( 23) 式称为国际贸易效应，是因为其捕捉了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与 Matsuyama( 2009 ) 、

Uy et al． ( 2013) 所强调的经济机制是类似的。变量 Ωik，trade衡量了产业部门产品的净出口占总增加

值比重，Ωik，trade ＞ 0 意味着产品出口大于进口。如果 Ωik，trade越大，那么该产业部门产品大量出口到

国际市场，对就业比重的正向影响程度也就越高。当然，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比较优势影响生产技

术，但这一间接影响由其他效应捕捉。
事实上，Ωik，Baumol、Ωik，Engel、Ωik，inv和 Ωik，trade衡量了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和国际贸

易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但是，由于每个部门产出都要成为其他部门的中间品，影响产业就业比

重的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和国际贸易效应分别由 Λik，Baumol、Λik，Engel、Λik，inv和 Λik，trade衡

量，均为三个产业部门 Ωik，Baumol、Ωik，Engel、Ωik，inv和 Ωik，trade的加总，其权重由参数 λk、μk 和 γkn决定。
我们将( 24) 式称为要素密集度效应，是因为其捕捉了要素密集度的影响，这与 Acemoglu ＆

Guerrieri( 2008) 所强调的经济机制是类似的。由( 24) 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度较

高的产业部门就业比重相对较高。并且，如果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产业部门产出比重下降，那么三个

产业部门的要素密集度效应将提高，对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程度也会上升。
我们将( 25) 式称为转移成本效应，是因为其捕捉了产业部门间劳动力转移成本的影响，这与

Cheremukhin et al． ( 2015) 所强调的经济机制是类似的。由( 25) 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转

移成本较高的产业部门就业比重相对较低; 随着转移成本下降，就业比重将提高。并且，如果转移

成本较高的产业部门劳动工资在总劳动工资中所占比重上升，那么三个产业部门的转移成本效应

都将提高，对就业比重的影响程度也会增加。
考虑 lik的动态变化。我们用 Ẑ 表示变量 Z 的对数增长率。由( 19) 式知:

l̂ ik =
Λik，Baumol

Λik，sum
Λ̂ik，Baumol +

Λik，Engel

Λik，sum
Λ̂ik，Engel +

Λik，inv

Λik，sum
Λ̂ik，inv +

Λik，trade

Λik，sum
Λ̂ik，trade + Λ̂ik，intensity + Λ̂ik，wedge

( 26)

其中，Λik，sum = Λik，Baumol + Λik，Engel + Λik，inv + Λik，trade。我们将使用上式进行分解核算。

四、参数校准和数据处理

( 一) 参数校准

生产方面。我们按照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区分产业。参数{ λk，μk，γkn，αk }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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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个产业部门和投资品部门中资本、劳动和中间品等投入的相对份额。我们选取 1990—2010 年

的 9 张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每张表中不同行业资本、劳动和中间品的投入，将行业按照产业进行

加总，得到{ λk，μk，γkn，αk} 我们取均值后作为{ λk，μk，γkn，αk} 的估计值。参数 η 决定了不同品类产

品的替代弹性，但不影响定量结果。根据 Simonovska ＆ Waugh( 2014) 的估计，我们取 θ = 4。
偏好方面。我们借鉴 Uy et al． ( 2013) ，取 ε = 0. 751，珋cm = 0。于是，待定参数有{ ωa，ωs，珋ca，珋cs }。

我们调整这四个参数取值，使通过( 11) 式计算的三个产业部门名义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与中

国实际经济相符。为此，我们需要至少两年的三个产业部门的名义消费和价格，以及劳动力总量。
我们利用 1997 年和 2007 年投入产出表中最终消费数据，按照产业进行加总，得到三个产业部门的

名义消费。之后，我们利用产业增加值平减指数，得到 1997 年和 2007 年产业增加值价格指数，作

为产业部门的价格。最后，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得到 1997 年和 2007 年的劳动力总量。将珋ca 标准

化为 1，此时珋cs 等于估计结果中珋cs 和珋ca 之比。表 1 给出了所有参数取值。
表 1 参数校准结果

产业部门

生产方面 消费方面

γkn ( 1 － λk － μk )

a m s
λk μk αk θ ωk 珋ck ε

a 0. 158 0. 178 0. 060 0. 523 0. 081 0. 035

m 0. 062 0. 553 0. 108 0. 100 0. 177 0. 910

s 0. 017 0. 270 0. 190 0. 230 0. 293 0. 055

4

0. 061 1

0. 290 0

0. 649 － 2. 94

0. 751

( 二) 数据处理

生产方面。第一，构造三个产业部门增加值的名义值和实际值。基于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人民

币价格衡量的名义值( VACHN
k ) 和指数( VAINX

k ) ，利用 Penn World Table ( PWT) 购买力平价 PPP 和名

义汇率得到当年 PPP 衡量和美元衡量的名义值( VAcPPP
k ，VAUSD

k ) 。之后计算 2005 年 PPP 不变价衡

量的增加值( VA05PPP
k ) 。首先设 VA05PPP

k，2005 = VAcPPP
k，2005，再由 VA05PPP

kt /VA05PPP
k2005 = VAINX

kt /VAINX
k2005 迭代出其他年

份。第二，构造三个产业部门资本。我们基于当年 PPP 衡量的产出 PkQk = VAcPPP
k / ( λk + μk ) ，利用

PWT2005 年 PPP 不变价衡量的总资本，得到 Kk = μkPkQkK /∑n = a，m，sμnPnQn。第三，构造三个产业部

门劳动。在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后，国家统计局调整了就业数据，但并没有调整 1990 年前

总就业量数据。Holz( 2006)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调整了 1990 年前的总就业和分产业就业数据。我

们从 Holz( 2006) 得到 1990 年前的就业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得到之后的就业数据。

图 1 第一和第二产业国际贸易份额变化

需求方面。第一，直接使用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比重作为投资率 ix。第二，构

造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国际贸易

数据。数据来自 COMTＲADE，根据

SITC Ｒev． 1 的分类，将属于 code 0
的商品归为第一产业产品，code 1—
9 的商品归为第二产业产品。之后，

利用三个产业部门以美元衡量的名

义增 加 值 和 产 出，可 以 直 接 计 算

πijk。由于中国 1984 年前国际贸易

数据缺失，我们将1984 年前的πijk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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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值。图 1 给出了计算后的 π11k。第三，用 1 减去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得到消费率 ic。与国家统

计局数据相比，我们计算的消费率略高，但除个别年份外，多数时期二者差距不超过 1 个百分点。
价格方面。第一，构造生产技术参数 Tik。我们首先计算增加值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V

ik，之后计

算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O
ik = ( TFPV

ik )
λk + μk。由( 5 ) 式和( 6 ) 式知，在已知 TFPO

ik和 πiik的前提下，

可以计算技术参数 Tik。图 2 给出了三个产业部门的技术参数，其中将 1978 年取值标准化为 1。第

二，求解价格水平 Pik和 Pic。给定三个产业部门的名义增加值、资本、劳动、国际贸易份额和技术参

数，我们首先将 1978 年第一产业产品价格标准化为 1; 之后把( 13) 式和( 14) 式代入到( 4) 式，将 vik
写作 Pik的形式，再代入到( 6) 式，将 Φik写作 Pik的形式; 最后代入到( 5) 式后可以得到关于 logPik的

三维线性方程组，从而求解出 Pik。给定 Pik，利用( 12) 式计算得到 Pic。

图 2 三个产业部门技术变化

五、分解核算

首先，我们设定 1978 年 y 和 Tk 的取值。为此，我们选择三个产业部门在 1978 年和 2011 年名

义增加值比重、在 1992 年和 2007 年以名义产出比重作为目标，使得模型和数据的差距最小。选定

初始条件后，利用增加值和劳动力数据，可以计算每年总增加值与劳动之比; 利用我们计算的 Tk，

可以得到每一年生产技术参数，从而求解出产业部门产品价格。之后，我们根据( 20) —( 24) 式分别

计算鲍莫尔效应、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国际贸易效应和要素密集度效应，再根据( 19) 式得到转移成

本效应。图 3 给出了计算的转移成本。最后，根据( 26) 式对产业结构转型进行分解核算。

图 3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成本

表 2 汇报了 1978—2011 年分时

期的核算结果。由于 1984 年前分产

业国际贸易数据缺失，表 2 只加总了

1984—2011 年的结果。由表 2，恩格

尔效应、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

分别是影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

就业比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并且

在不同时期影响方向和程度也会发

生变化。1984—2011 年，第 一 产 业

就业比重下降了 29. 2 个百分点，其

中恩格尔效应降低了 31. 0 个百分

点;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提高了 9. 6 个

百分点，其中投资效应提高了 4. 9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了 19. 6 个百分点，其中转移成

本效应提高了 16. 4 个百分点。恩格尔效应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方向始终为负，但影响程度逐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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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2000—2011 年仅使就业比重下降 3. 5 个百分点，低于鲍莫尔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的影响。投

资效应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方向有所变化，在 1978—1984 年、1992—2000 年两个时期降低了就业比

重; 并且 2000 年前投资效应较小，其显著影响主要发生在 2000—2011 年，这一时期就业比重提高

的 7 个百分点中投资效应占到了 5. 1 个百分点。转移成本效应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方向始终为正，

且影响程度逐渐增强，2000—2011 年提高了就业比重 10. 6 个百分点，高于之前所有时期的影响。
恩格尔效应对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与中国恩格尔系数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1978—2011 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 57. 5% 和 67. 7% 降低到

36. 3%和 40. 4%，意味着居民消费中第一产业消费占比显著下降。这与我们拟合的第一产业最低

消费水平为正是一致的，说明消费中第一产业产品比重将随收入提高而下降。但是这一影响程度

在将逐渐减弱。这也与中国经济相符。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但是 2000—
2011 年以后降幅趋缓，这一时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仅下降 3. 1 个和 8. 7 个百

分点，显著低于 2000 年之前的降幅。
投资效应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与中国投资率变化趋势和投资结构是一致的。1978—

2011 年，中国投资率由 38. 2%上升到 48. 3%。由于 91. 0%的投资品都来自于第二产业，投资率的

上升将显著提高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值得注意的是，1978—1984 年、1992—2000 年两个时期投资

率均出现下降，投资效应的影响也为负。到 2000 年，投资率为 35. 3%，甚至低于 1978 年的水平，于

是 2000 年前投资效应整体为负。但之后投资率开始上升，2000—2011 年提高了 13. 0 个百分点。
因此，这一时期投资效应对第二产业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
表 2 1978—2011 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时期
就业比重变化

( % )

六个效应的影响( % )

鲍莫尔 恩格尔 投资 国际贸易 要素密集度 转移成本

第一产业

1978—1984 － 6. 5 1. 7 － 9. 3 － 1. 3 0. 0 1. 7 0. 7

1984—1992 － 5. 5 － 2. 7 － 19. 0 2. 0 2. 0 3. 4 8. 8

1992—2000 － 8. 5 1. 9 － 8. 5 － 2. 6 － 0. 5 1. 4 － 0. 2

2000—2011 － 15. 2 － 4. 6 － 3. 5 5. 3 － 0. 7 0. 8 － 12. 5

1984—2011 － 29. 2 － 5. 4 － 31. 0 4. 7 0. 8 5. 6 － 3. 9

第二产业

1978—1984 2. 6 0. 5 0. 0 － 1. 2 0. 0 0. 5 2. 8

1984—1992 1. 8 － 1. 0 0. 3 1. 6 0. 3 1. 2 － 0. 6

1992—2000 0. 8 0. 6 0. 1 － 1. 8 0. 5 0. 5 0. 9

2000—2011 7. 0 － 2. 3 0. 1 5. 1 0. 2 0. 5 3. 4

1984—2011 9. 6 － 2. 7 0. 5 4. 9 1. 0 2. 2 3. 7

第三产业

1978—1984 3. 9 1. 0 1. 5 － 0. 4 0. 0 0. 4 1. 4

1984—1992 3. 7 － 1. 6 2. 7 0. 5 0. 1 1. 0 1. 0

1992—2000 7. 7 1. 4 1. 4 － 0. 6 0. 1 0. 6 4. 8

2000—2011 8. 2 － 6. 1 0. 9 2. 2 0. 0 0. 6 10. 6

1984—2011 19. 6 － 6. 3 5. 0 2. 1 0. 2 2. 2 16. 4

转移成本效应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与转移成本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根据图 3 的测算，

1978—2011 年第三产业的转移成本下降最为显著，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受到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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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转移成本虽然在一些年份有所波动，但整个时期呈现下降趋势。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初第三产业转移成本有两次较大幅度下降，这可能与同期经济体制改革有关。2000 年以后，

第三产业转移成本持续下降，符合 1998 年后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相比，

2000—2011 年转移成本的降幅并没有显著扩大，但是影响程度却超过了之前所有年份的总和。这

与前文分析也是一致的。由于转移成本效应大小受产业部门劳动工资所占比重影响，第三产业就

业比重上升将使其影响程度不断提高。
除了上述三个效应外，鲍莫尔效应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影响较大，国际贸易效应对第一和第二

产业的影响较大，要素密集度效应对第一产业影响最大。根据前文分析，鲍莫尔效应受消费率和相

对价格影响。鲍莫尔效应影响方向发生转变，主要是同期消费率变化导致的。比如，2000 年后中

国消费率下降，导致同期鲍莫尔效应对三个部门的影响方向均为负。国际贸易效应受产业部门产

品的净出口率变化影响。中国第一产业部门净出口率在 1992 年后转为下降，国际贸易效应也在之

后由正转负; 第二产业部门净出口率始终为正，国际贸易效应也始终为正。虽然在 2000 年之前国

际贸易对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影响也比较显著，但是由于影响方向发生转变，1984—2011 年整个

时期国际贸易对第一产业影响很小。要素密集度效应大小受产业产出比重变化的影响。由于中国

第一产业劳动密集度平均为 86. 6%，显著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产出比重又在持续下

降，根据前文分析，三个产业部门的要素密集度效应都将为正，并且对第一产业部门影响最大。
与其他效应相比，国际贸易效应并不显著，这和中国对外贸易特点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口

总额和进口总额都在快速增长，但是整体净出口率并不高。虽然 2005 年后净出口率显著上升，但是

2009 年后受外需冲击影响又开始下降，抵消了之前的影响。图 1 结果也大致符合这一趋势。为验证

这一机制，我们进一步将国际贸易效应中的净出口分解为进口和出口，从而可以分离出口和进口的独

立影响。表 3 给出了主要结果。可以看到，出口贸易影响非常显著，1984—2011 年使第一和第二产业

部门就业比重分别提高5. 3 个和 6. 8 个百分点，甚至对第三产业部门也有1. 7 个百分点的影响。出口

贸易对第一产业部门的影响主要发生在 1984—1992 年时期，对第二产业部门的影响较为均匀的分布

在整个时期。但是，出口贸易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进口贸易所抵消，导致国际贸易效应并不显著。
表 3 国际贸易效应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时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体( % ) 出口( % ) 进口( % ) 总体( % ) 出口( % ) 进口( % ) 总体( % ) 出口( % ) 进口( % )

1984—1992 2. 0 4. 6 － 2. 6 0. 3 3. 1 － 2. 8 0. 1 0. 8 － 0. 7

1992—2000 － 0. 5 － 0. 1 － 0. 4 0. 5 1. 4 － 0. 9 0. 1 0. 3 － 0. 2

2000—2011 － 0. 7 0. 8 － 1. 5 0. 2 2. 3 － 2. 1 0. 0 0. 6 － 0. 6

1984—2011 0. 8 5. 3 － 4. 5 1. 0 6. 8 － 5. 8 0. 2 1. 7 － 1. 5

六、反事实模拟

这一部分进行反事实模拟。为评估生产技术的影响，我们依次分别将三个产业部门的生产技

术参数保持在 1978 年的值。模拟结果见图 4。可以看到，第一产业部门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

影响相对较大。如果该产业部门没有技术进步，其就业比重将显著上升，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将下降。到 2011 年，第一产业部门就业比重将提高 3. 4 个百分点，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将分

别下降 1 个和 2. 4 个百分点。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影响程度基本在 1 个

百分点以内。这与图 2 的测算结果是一致的。根据图 2 左图，第一产业部门技术参数增长速度明

显高于其他产业部门; 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技术参数增长速度则相对较低，并且相差不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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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为评估非位似偏好的影响，我们将第一和第三产业部门的最低消费水平取值为零，意味着三个

产业部门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相等。模拟结果见图 5。可以看到，非位似偏好对产业结构转型影响

显著。如果三个产业部门需求收入弹性相等，那么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显著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

将显著上升。伴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最低消费水平相对于收入显著下降，非位似偏好对就业比重的

影响逐渐下降，到 2011 年，与实际数据的差距已经在 1. 5 个百分点以内了。与技术进步的影响相

比，非位似偏好的影响更加重要，这与 Herrendorf et al． ( 2013) 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发现非位似

偏好和收入增长对最终消费品的分产业比重影响显著，而价格变化只对消费增加值的分产业比重

影响显著。由于本文模型中消费对应于数据中的最终消费品而不是增加值，图 4 和图 5 的对比也

验证了收入增长比价格波动在解释产业结构转型时更加重要。

图 5 非位似偏好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为评估投资的影响，我们依次将投资率始终保持在 1978 年 38. 2%的水平和 20% 的水平，分别

进行模拟。结果见图 6。可以看到，投资率对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就业比重的影响大于对第一产

业部门的影响。如果投资率保持在 1978 年水平，那么到 2011 年，第二产业部门就业比重将低于实

际数据 2. 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将高于实际数据 2. 8 个百分点。投资率的波动也造成了

反事实模拟下的就业比重围绕着实际数据上下波动，波动方向也与同期投资率的变化是一致的。
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投资效应在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时期的影响较小。如果我们将投资率降低到

20%水平，那么到 2011 年，第二产业部门就业比重将低于实际数据 6. 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

重将高于实际数据 8. 3 个百分点，影响就会变得更为显著。
为评估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将每一年的净出口率和产业国际贸易份额均取值 0，即模拟封闭

经济情形。模拟结果见图 7。与分解核算相比，图 7 国际贸易的影响还包括通过比较优势对产业

部门技术水平的作用。可以看到，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波动。2004 年以前，国际

贸易提高了第一产业部门就业比重，影响程度基本在 1 个百分点以内。1994 年以前，国际贸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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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低了第二产业部门就业比重，但在 1995 年以后基本转为提高就业比重，特别是 2005—2011 年间，

影响变得更加显著，同期第三产业部门变化程度也有所扩大。

图 7 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为评估要素密集度的影响，我们将第一产业的劳动密集度取第二产业的值，保持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值不变。模拟结果见图 8。可以看到，产业部门间要素密集度的差异对产业结构转型影

响显著。由于第一产业部门劳动密集度( 86. 6% ) 显著高于第二产业部门( 36. 1% ) ，反事实模拟下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平均比数据低 20. 4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平均比数据分别高

10. 6 个和 9. 8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度高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较高的重要原因，这可能与

中国将土地收入视为劳动收入或农业生产方式有关。图 8 的一个政策涵义是如果提高第一产业的

资本密集度，那么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将显著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将显著上升。

图 8 要素密集度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为评估转移成本的影响，我们将三个产业部门间的转移成本保持在 1978 年水平。结果见图

9。可以看到，转移成本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显著。如果转移成本没有发生变化，那么 2011 年，

第一产业部门就业比重将高于 50%，比实际数据高 15. 6 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在 1992 年以前和

2006 年以后将低于实际数据，在 1992—2006 年将高于实际数据。转移成本变化对第三产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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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提高的作用明显。反事实模拟下，1978—2011 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提高 10. 0 个百分点，远

低于实际数据中 23. 5 个百分点的增幅。

图 9 转移成本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七、结 论

本文利用一个两国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测算了不同因素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结论如下: 首先，恩格尔效应、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分别是影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恩格尔效应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主要在 2000 年前，投资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对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影响主要在 2000 年后。鲍莫尔效应对第一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有较强降低作

用，国际贸易效应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有一定提高作用。其次，需求收入弹性低、劳动密集度高和

存在转移成本是导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的原因，技术进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三个产业就业比重

差别的影响相对较小。
以上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从需求侧因素看，长期拉动产业结构转型的需求侧因素已经

难以持续。首先，虽然恩格尔效应在 2000 年前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起到了重要影响，但是当前这一

效应已经很小。这就意味着未来收入增长并不会导致农产品的相对需求显著下降，消费需求结构

变迁难以持续拉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其次，投资需求在 2000 年后对中国工业就业比重上升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是中国投资率已经超过 40%，在近几年也并没有持续上升。我们也难以依靠持续提

高投资率扩张工业。第三，虽然低人力成本形成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

速增长，但是中国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基本上都是贸易平衡的，净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也并不

高。如果贸易结构不能快速实现转型升级，对外贸易仍然不会显著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从供给侧因素看，发展现代农业和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应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政策着

力点。首先，农业劳动密集度高是造成其就业比重高的重要原因，通过发展资本密集度更高的现代

农业，逐渐取代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有效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00
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成本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有力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但当前转移成本依然较高，这一因素应当可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能够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

政策进一步降低转移成本，将有效促进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第三，与多数工业化国家类似，中国农

业和工业的技术进步较快，而服务业相对较慢。这意味着在经济活动向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经济整

体的技术进步将逐渐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发展服务业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

应，在还未发展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前，不宜简单追求提高服务业比重，而应注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优化服务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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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Structural Change
During the Ｒeform Era

Guo Kaiminga，Hang Jingb and Yan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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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Peking University)

Summary: Most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undergo structural change，reflected in the so-called“Kuznets facts”． China's
spectacular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decades is also marked by the large re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between its
three broad sector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from 1978 to 2015，the agricultural sector's
employment share declined from 70． 5% to 28． 3%，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from 17． 3% to
29． 3% and a rise in the service sector from 12． 2% to 42． 4% ． What accounts for these changes? We answer this ques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structural change．

Two broad sets of explanations for structural change are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One emphasizes change to relative
sectoral prices，or the Baumol effect，and the other emphasizes change to aggregate income，or the Engel effect． In
addition，we argue China's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factors like international trade，investment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
may also influence its structural change． To incorporate all of the potential determinants of China's structural change，we
build a two-country four-sector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that embeds the multi-sector Eaton ＆ Kortum ( 2002)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complete input-output structure，non-homothetic preference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 We decompose
the sectoral employment shares into six effects: the Baumol，Engel，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factor intensity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 effects． We then qualitatively analyze the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each of these effects，and
compare them with current theories in the literature．

We use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perform a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effects． We first construct
data on the Chinese economy over the period 1978—2011，which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sources lik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Pen World Table and COMTＲADE． We then quantify our model for the key features implied by the input-
output structure and the sectoral composition of consumption from the Chinese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data and calibrated
parameters，we calcul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six effects to changes in sectoral employment shares by the mean of
accounting． We also perform counterfactual exercises with respect to each of the six effects，while holding others fixed． We
find that the Engel，investment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 effects spark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shares of
agriculture，industry and services，respectively． China's high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hare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low
demand elasticity of agriculture goods，high labor intensity and barriers to labor mobility． We also examine wheth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six effects changes over different phases throughout the reform era．

Based on these findings，we suggest that factors from the demand side of the economy，like changes in the sectoral
compositions of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rates，may not continue to b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China's structural
change． Policies favoring reform to the supply side of the economy，like adopting advanced agriculture technology and
eliminating labor mobility friction，should be advocated to further advance China's structur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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